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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经略南海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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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为基础，合理的行使南海主权，友好地处理同南海周边国家的关

系，是中国和平经略南海的核心内容。 从古至今，中国在南海经略事务中始终奉行的和平政策源于

地缘传统和“和合”文化的共同影响。 作为南海地区大国，中国一直在南海事务中担当着重要的角

色。 而底蕴深厚的“和合”文化则塑造了中国在南海事务中的行为模式，中国始终承担着维护南海

地区和平、促进其发展的责任。 中国睦邻合作的南海政策，不仅是历史的传承，更是现实的抉择。
它表达出中国解决问题的诚意，也为未来真正实现南海地区的稳定与繁荣铺就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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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是中国固有领土，作为中国的南疆以及对

外交往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南海的经略事务便受

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国在合理行使南海主权

的同时，以睦邻的思想为指导，处理与南海周边国家

的关系，体现出南海经略的和平属性。

一、中国和平经略南海的历史回溯

“经略”即为经营和管理。 中国对于“南海”的
经营是以对其行使主权为前提和基础的。 “南海”
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很早便出现在中国的古代典籍

中，其明确成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行政管理的对象

大致始于秦汉之际。 《史记》多处记载秦统一天下

之后在扬越立南海、桂林、象郡［１］。 此三郡皆滨南

海，南海水域成为秦的管理对象是无疑的，只是具体

范围多大，史料仍付阙如。 及至秦末，南海龙川令赵

佗先继南海尉之职，并桂林郡、象郡，自立为南越武

王，后又自称南越武帝，向汉称臣。 不过，西汉朝廷

一直视包括南海海域的南越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汉

武帝元鼎年间，南越丞相吕嘉杀死南越王起兵反汉，
汉武帝派伏波将军和楼船将军入南越分其地，立南

海、苍梧、郁林、合浦、儋耳、珠崖、九真、日南、交阯九

郡［２］。 九郡当中的儋耳、珠崖在今天的海南岛的北

部，九真、日南、交阯在今天的越南境内。 这说明西

汉时期，至少包括北部湾以及海南岛周边的部分南

海水域处于西汉版图范围。 随着中国人对海洋认知

的增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版图之内的南海水

域范围逐渐明确。 “自宋以来，中国之境的涨海（南
海古称），其范围正与今天我国南海的海域范围相

同” ［３］。
南海作为中国固有的领土，自汉代以来中国政

府便利用各种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宣示南海的主权，
这在中国古籍中多有记载。 东汉交阯刺史周敞往海

南岛巡海（行部） ［４］。 宋代官员救助可能在西沙群

岛附近洋面遭风遇难漂至海南岛的外国船只［５］。
元代郭守敬奉旨编定新历，“四海测验”，“南踰朱

崖” ［６］。 明清时期，大量编修的航海图和舆图将南

海及其岛屿正式列入版图。 以上事例均是古代中国

政府和平行使南海主权的重要表现。
当然，南海作为中国的南疆，出于国防等需要，

中国使用军事力量护卫其主权也是不争的事实。 南

海之境远离中原统治中心，常有盗贼、叛乱发生，直
接威胁到南部边防的安全。 为此，历代朝廷都会出

兵平息事态，以保有南海主权。 《三国志·吴书》当
中就曾记载：“交阯太守士燮卒，权以燮子徽为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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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领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代燮。 岱表分海南三

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
自为刺史。 遣良与时南入，而徽不承命，举兵戍海口

以拒良等。 岱于是上书请讨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

浮海。 ……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
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儌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

……” ［７］《晋书》载：“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去南

海三千里。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

中。” ［８］而堂明国据学者研究，其位置应在林邑西

北，统治中心处于今天老挝的川圹一带［９］。 这说

明，三国时期，原属中国版图的林邑已分离出去，同
扶南、堂明被视为外邦。 当士徽叛乱，东吴遭遇南海

主权危机时，吕岱的军事行动均在南海主权范围之

内———交阯与九真———开展，不涉及任何侵略行为，
他还适时利用“南宣国化”的方式处理与南海周边

国家的关系。
除了《三国志》，中国古代典籍中不乏有国家动

用军力来护卫南海主权的记载，明清两代的记载最

为集中，比如《琼州府志》 《泉州府志》 《广东舆地图

说》等均记载有明清两朝中国水师定期巡视南海、
彰显主权的事实［５］。 这些记载反映了同一个情况，
即中国对于南海主权的维护以防御为主，不进行侵

略。 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利用军力对南海行使主权所

遵行的基本准则。
在确保南海主权的前提之下，中国自古就重视

开展南海的经营事务。 中国古代对于南海的经营主

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将内陆先进技术与文

化传播到沿南海地区，促进其生产力的进步，发展该

地区的文化；其二，发挥南海重要交通通道的作用，
发展同南海周边国家良好的国家间关系，积极开展

政治、经济上的交流。 后一方面的内容最能体现中

国经略南海的和平属性。
汉武帝在南越立九郡之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

展，汉朝与南海周边国家交往的记载在中国的古籍

中日渐增多。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官办船队

出日南障塞、徐闻、合浦，经南海水道，历东南亚数国

远至南亚，“市明珠、璧流离，赍黄金杂缯而往”，进
行国际贸易的史实。 西汉所开辟的南海交通线直至

唐代一直是外国贡使及商贾来华的必经之路。 以此

条路线为基础，唐中期之后逐渐形成了著名的“海
上丝绸之路”。 自西汉以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

上经贸往来逐渐繁盛，为处理日益繁杂的经贸事务，
唐、宋、元、明四朝根据实际情况在广州、泉州等地设

立市舶司，作为国家的外贸机关。 市舶司的主官为

市舶使，其别名为“结好使” ［１０］。 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友好的经贸关系。

西汉时期，几乎在经贸关系建立的同时，中国与

周边国家逐步形成了一种华夷共处的古代国际关系

体系。 中国凭借着强盛的国力和先进的文化不断吸

引着周边国家向中国靠拢。 处于南海周边的东南亚

国家正于此时被引入到华夷秩序当中。 《汉书·地

理志》记载位于今东南亚地区的都元国、邑卢没国、
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等“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后
汉书》也记载：“顺帝永建六年日南儌外叶调王便遣

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 ［１１］。 自此之后，中国古

籍时有东南亚国家“来朝”、“献见”的记载。 比如南

朝时期槃槃、干陀利等国遣使来华，隋代与赤土国实

现互访，唐代投和、婆登等国遣使修好［１２］。 不过由

于多种原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完善且稳定的华夷

关系是直至明代才最终形成的。
在明代的“华夷秩序”下，中国的国力处于绝对

的优势，但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继承中国古代先

贤“德化天下”的理念，以“和”之思想处理与东南亚

国家的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元待四夷专用武

力，未能使其臣服的事实，登基之初列十五个不征之

国，其中大部分都位于今天的东南亚，他同时还告诫

子孙不可随意依仗国势对其兴兵［１３］。 在和平外交

思想的指导下，明代声势浩大的郑和下西洋，其目的

旨在昭示中国国力之强盛，传播友好的讯息，不殖民

不称霸，正如《天妃灵应之记》碑所说：“宣德化而柔

远人。”在明代“华夷秩序”构建的全盛时期，占城、
满剌加（约在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苏门答腊、浡
泥等东南亚国家虽与明朝形成“朝贡”、“册封”的华

夷关系，但这种关系更多的是礼仪的，明朝政府并未

对其直接统治，甚至不干预其内部事务。 但当南海

周边事态发生动荡时，明朝政府会利用大国的威望

而不是直接动用兵力平息事态。 比如明朝曾多次出

面调停安南与占城的领土争端，还斥责并制止暹罗

入侵满剌加、苏门答腊的行为［１４］。 这些事实足以体

现中国自古以来以和为贵的外交思想。
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由于多种原因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建立的稳定的华夷关系迅速没落。 加之西

方的海洋力量兴起并扩张至亚洲，东南亚国家多沦

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其与中国封建王朝的和平友

好关系被逐步阻断。
近代以来，中国虽坚守传统的南海主权范围，但

由于国家积贫积弱，给予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１９０７
年日本人强占东沙群岛，虽经清政府努力收回，但此

事开启了外国染指南海诸岛的序幕［１５］。 １９３３ 年法

国侵略者占领南沙“九小岛”，同年菲律宾政府也无

中生有地提出，根据巴黎条约，法占“九小岛”主权

应归菲律宾所有。 中国政府对此虽提出严正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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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命名南海诸岛、公布南海地图的方式宣示主

权，但此事一直久拖未决。 １９３９ 年，日本借侵华战

争之机从法国手中窃取“九小岛”，直至日本战败，
１９４６ 年国民政府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二、中国和平经略南海的现实抉择

基于充分的历史证据，１９４９ 年之后，中国政府始

终强调对于南海主权的历史性权利，反对近代以来任

何对我国南海主权的无理侵占行为，并主张通过和平

方式解决南海争端。 但与以往相比，日益增多的干扰

因素阻碍着中国对于南海主权的捍卫。 其一，出于地

缘政治的考量，某些域外大国不断介入到南海问题。
在亚太地区，南海是东亚连接西亚、非洲、欧洲的关键

海上通道，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 从冷战时

代到后冷战时代，美国、苏联、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

国出于地缘政治思维，先后介入到南海问题中来，这
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南海问题解决的复杂性。 其二，一
些国家图谋抢夺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成为引发南海

争端的一条重要的导火索。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后，南
海区域内陆续发现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受到现实利

益的驱使，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大肆侵

占我国南海领土，并捏造证据无理提出主权要求。 其

三，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模糊与笼统

的规定。 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结国之

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仅限于一个标准，而
把赋予这一标准以具体内容的任务留给了各个国家

自身，由各国在实践中予以补充和‘诠释’；或者留给

了国际法院。” ［１６］ 菲、越、马、文等国不恰当的引用公

约中对其有利的条款，甚至断章取义，提出对南海的

主权要求。 此外，国外很多学者也在忽视中国的“历
史性权利”的前提下指责中国对南海的领土主张缺乏

国际法依据［１７］。 这些都使中国在南海争端中处于不

利的舆论地位。
针对以上复杂的局面，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捍卫

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不动摇，并逐渐形成“主权归

我，和平解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南海十六字

方针。 十六字方针的核心是“主权归我”，中国政府

通过发布主权声明、加强海洋立法、定期巡航维权、
完善行政区建设等多种手段宣示对南海主权。 １９５１
年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

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郑重指出：“西沙群岛和

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

样，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

虽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

接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此声明：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主

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

任何影响［１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对于

南海主权掷地有声的宣示。 此后，中国政府还陆续

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它们同其他涉

海法律法规共同成为中国政府捍卫南海主权的法律

依据。 １９８２ 年中国海监组建，２００７ 年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海监开始在南海定期巡航维权执法。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海监又与其他部门进行整合，组建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警局。 无论是中国海监还是中国海警局，其
核心的职能都是要维护包括南海在内的国家海洋权

益。 １９８８ 年中国设立海南省，全国人大授权其管辖

海南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

海域。 ２０１２ 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在海南省设立地

级市“三沙市”。 设立三沙地级市，明确行政管辖范

围，意味着明确了我国在该片领域的军事、外交、经
济上的各项权责，将固化中国对西沙、中沙、南沙的

主权。 以上这些举措都是中国践行南海主权的重要

内容。
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国家有权使用自己的一切

力量进行国防建设，防备可能来自外国的侵犯。 中

国在南海范围内实施的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

导下的“近海防御”海军战略。 邓小平曾明确指示

“近海防御”的范围，既包括了中国主权管辖的诸如

台湾、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等一切海上岛屿领

土及其按国际海洋法的规定应为中国管辖的全部海

域，又包括为确保国家利益所需的海上安全防御纵

深。 “海上安全防御纵深除包括支援己方海上作战

活动的一定沿海地区外，主要是指己方领海、管辖海

域以及公海海域敌方可能使用武器威胁我国安全的

海区。” ［１９］由此可见，中国军事力量在南海的活动符

合国际法的规定，从未有任何意图侵犯他国主权。
“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

进攻。” ［２０］迄今为止，中国海军在南海海域仅有两次

有限的战争行为。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南越不顾中国的外

交警告，侵占我国西沙甘泉、珊瑚、金银等三岛，打死

打伤我国民兵与渔民，中国海军进行了反击，收复并

全面控制西沙群岛。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越南干扰中国在

南沙永暑礁建立观测站，并在赤瓜礁附近挑衅率先

开火，中国与越南海军在该海域进行了仅数十分钟

的海战。 “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国
家行使自卫权应以遭到外国武力攻击为条件，不得

对他国造成威胁，更不得以自卫之名，行侵略之

实。” ［２１］西沙海战与南沙海战以此为依据，均为自卫

性质。 尽管南海争端愈演愈烈，也不乏美济礁、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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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等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事件，但中国政府在南

海的军事活动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克制态度。 如此行

为是中国出于稳定地区局势以及睦邻友好的考虑，
中国期望南海问题向着良性态势的方向发展。 这正

证明了中国并非是南海问题“麻烦的制造者”，相反

却是南海和平的倡导者。
在合理宣示主权的同时，中国也重视推进与南

海周边国家的和平外交。 中国向来奉行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国与国的争端要在没有外来干

涉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南海问题上中国

政府亦坚持此立场。 “为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与有关国

家之间的分歧。 任何外部势力的介入都是不可取

的，只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２２］中国的主张得到

马来西亚、文莱等国一定程度的认可［２３］。 对于南海

主权声索国，中国政府也在不断探索与之和平对话

协商的方式。 中国最初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有关

问题。 出于实际的考虑，２０１４ 年 ８ 月中国首次提出

“赞成并倡导‘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

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

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２４］ 坚持直

接当事国双边谈判符合中国一向坚持的外交原则，
而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代表中国与东盟多年

来在维护南海和平方面一直存在良好的互动。 因此

“双轨思路”的提出是中国审时度势构建南海和平

秩序的重要举措。
以积极捍卫南海主权、和平发展为基础，中国政

府也在加快南海地区的开发与建设。 自 １９４９ 年以

来，中国在南海地区大力发展水产渔业、进行资源科

考和油气开采、推进考古发掘工作、开发海洋旅游事

业，这些活动取得的效益和收获促进了南海地区的建

设和发展，同时也展现出中国政府对于南海无可争辩

的主权。 不过由于南海问题日趋复杂，中国对于南海

的经营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邓小

平提出在“主权属我”的前提下，“搁置争议，共同开

发”的原则［２５］。 这是中国政府推进南海问题和平解

决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坚持了中国的主权原则，
也完全具有国际法的依据。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有关海岸相向或

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界限划定的规定，
在各方达成界限协议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

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做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

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 这种

安排应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 ［２６］ 尽管《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此项内容还只是一个纲领性的规定，但
在国际上确有成功的法律实践，比如 １９８８ 年利比亚

与突尼斯、１９８９ 年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１９９２ 年马

来西亚与越南等共同开发海洋协议等［２７］。 这些“搁
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经典案例对于促成和平解决国

家间海洋争端发挥了重要作用，证明这一原则的正确

性与实用性。 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指导

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 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中国先后同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达成

共同开发南海争议海域油气田的协议，２００５ 年中、菲、
越还共同签署有《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

震工作协议》，２０１３ 年中国和文莱就海上油气勘探和

开采达成共识。 虽然涉菲的油气共同开采协议由于

多种原因陷于流产，但以上这些努力都是南海合作的

有益尝试，也说明了中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决心。
当下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战略下，南海的合作

开发将得到新的提升，无疑会促进南海争端的和平

解决。

三、中国和平经略南海的地缘传统与文化依据

中国的“南海十六字方针”虽实行于当下，但其

饱含的“和平”思想与历史上中国所奉行的南海经

略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从古至今，尽管社会制度不

同、历史背景不同，但中国政府始终奉行和平经略南

海的基本政策。 这一政策之所以能够长期得以延

续，是受到中国地缘传统和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
它既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强大的生命力，也反映出

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贯追求。
尽管地缘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是在近代兴起于西

方的，但地缘政治传统却在古老的华夏文明中早已

存在。 基于最初的群族概念，在多种因素的催生之

下，中国古代形成了“华夏”、“蛮夷”（或“夷狄”）这
样两个相对的地缘划分。 “华夏”一般指中原地区，
拥有先进的文化；“蛮夷”则在“华夏”四方，被视为

落后不开化的地区。 随着历史的发展，“蛮夷”不仅

指华夏文明的边陲，也包括界外的番邦。 处于中国

南疆的南海地区以及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即被中国的

古籍描述为蛮夷之地。
华夷之辨使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往往把“守在四

夷”作为定边邦交的基本政策：“天子有道，守在四

夷，言以德怀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
此为最上者也［２８］ ”。 所谓“德”，“乃是衡量国家文

明程度及个人社会地位及威望的重要标准” ［２９］。 所

谓“威”乃是国家的实力。 “守在四夷”体现出中原

统治者强大的自信心———怀伏蛮夷的手段不是靠武

力的征服，而是依赖发达的经济、先进的文化以及由

此所树立起来的威望，其对内可定边安国，对外能亲

厚邦交。 正所谓“华风既盛，夷心自然归仰”，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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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特有的地缘政治思维，它的核心理念是充

分发挥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的实力辐射作用。 这一点

在南海的经略事务中表现得十分充分。 吕岱派从事

“南宣国化”，郑和下西洋“宣德化而柔远人”，明朝

政府凭借大国威信居中调停促进南海周边区域的和

平都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因此“守在四夷”从

客观上为古代中国政府和平经略南海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基础。
时至今日，华夷之辨的观念已退出历史舞台，但

从地缘政治视角，亚洲仍是中国文化和实力所主导

的传统领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历来反对

域外国家染指亚洲事务：“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

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

来管。” ［３０］与此同时，中国在亚洲坚持发挥一个负责

任大国的作用：“中国将依据肩负的国际义务履行

相应的责任，将考虑自身的能力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将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

确定自己的立场……” ［３１］中国的这些外交追求在南

海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国极力反对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

题，认为介入的后果只能使争端更加复杂化。 而作

为南海地区大国，中国在南海问题中所处的地位是

不能被忽视和取代的。 对此，东南亚国家早已有明

确认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南海争端持续发展成为

舆论热点。 东南亚国家极为关心中国在南海问题上

的立场，为了吸引中国在南海问题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并承担更多的责任，１９９４ 年将南海问题设为主要

议题的东盟外长会议将中国由特邀国升格为“协商

国”，至此中国与东盟展开更具实效的对话与合作。
２００２ 年正是由于中国的响应，经过多轮谈判《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才得以最终签署并获得各方欢迎。
《宣言》作为中国与东盟达成的首个有关南海问题

的政治文件，在稳定南海局势、促进各方合作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履行《宣言》的政治承诺之一，
中国也一直在积极致力于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

磋商。 “中国对‘准则’有自己的主见和定力，不会

因受外界的干扰而自乱节奏，更不会因为别人的催

促施压而被动就范。 当然，中国也不是固执己见，而
是着眼于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 ［３２］凡此种种，中
国在南海问题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露无遗。

古代中国“威德怀伏蛮夷”的观念与当下中国

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认识虽然在产生背景和理论出

发点上有诸多不同，但有一点二者是相似的，作为地

区性的大国，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在地区性和平与稳

定的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中国从古至今和

平经略南海的地缘传统。

除了地缘传统，历史文化也深刻塑造着中国经

略南海的行为模式。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其中被普遍认可的精髓就是“和合”思想。 “和合”
思想最初来源于中国古代先哲对于宇宙运行规律的

思考：“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３３］ 它

体现出一种辩证的矛盾观，阐明了矛盾的普遍存在，
也说明了“和合”的实质。 “和合”不代表千篇一律，
它主张在矛盾冲突中寻求平衡，达到共生为继的目

的。 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古人的伦理取向：“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３４］。 人际关系如此，国与国

的关系亦然，中国古代的军事学家主张各国求同而

合，和平相处：“同患共利，以合诸侯，比小事大，以
和诸侯” ［３５］。 各国相处应努力寻找利益契合点，同
舟共济，这样才能实现和平相处。 为了实现国家间

“和合”的目标，古代先贤还总结出一系列国与国交

往应当遵行的基本准则。 其一，讲求信义。 “凡交

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 ［３６］国之交往无

论远近都要和平相处，靠的是彼此的诚信。 其二，彼
此尊重。 “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

国，则取大国。” ［３７］国有大小，但要彼此尊重才能和

平相处。 其三，非攻慎战。 “先王不以勇猛为边境，
则边境安；边境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 ［３８］。
“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

已而用之。” ［３９］定边邦交相辅相成，但不崇尚武力，
因为战争于国于民都是坏事。

中国古代“和为贵”的传统文化，从古至今一直

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行为模式与实践，南海的经略事

务亦是。 古往今来，中国大量的古籍史料证明了南

海为中国固有领土，不容置疑。 彼时晚清政府虽孱

弱，但由于掌握历史证据，即使是当年占领东沙群岛

的日本侵略者也得承认南海主权归属中国［４０］。 大

量历史文献和图籍证明中国对南海享有历史性权

利，中国对于南海的经略具有法律和行政效力。 在

这一点上中国政府自始至终不妄言，有诚信。 中国

虽是大国，但不无理欺侮邻邦。 据越南史书载，北宋

初年，交阯独立，为处理好双方的关系，宋朝皇帝遣

使至交阯曰：“中夏之于蛮貊，犹人之有四肢，苟心

复未安，四体庸能治乎？” ［４１］ 言外之意，两国虽实力

悬殊，但唇齿相依当和睦相处，双方才能长治久安。
这又体现出中国慎战睦邻的邦交特点。

周恩来曾总结中国人办外事总是遵循这样一些

哲学思想，比如不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
退避三舍，它们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也来自我们

民族的传统［４２］。 这正说明了中国传统的“和合”观
念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对于当下中国外交同样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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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意义。 而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政府所奉行的

“南海十六字方针”就是“和合”思想的良好体现。
尽管凭借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来行使南海主

权，但中国也认识到只要争端存在，无论是非曲直如

何，于己于彼都是毫无裨益的。 从地区稳定和自身

发展的双重利益出发，中国一直致力于通过和平的

手段寻求南海争端的解决方式。 在 １９７３—２０００ 年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谈判过程中，越南多次制造

事端，但中方始终以极大的克制态度积极推动双方

的对话，最终完成划界协定的签署。 作为南海争端

的一部分，北部湾划界的完成对于整个南海问题的

解决显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 ２０ 多年的曲折磋

商，也恰恰展现出中国务实真诚的外交理念。
在和平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问题上，中方从来

不乏诚意的表达。 近年来，南海事态持续紧张，但中

国始终信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克制态度、不以

武力相威胁的政治承诺。 即使如黄岩岛事件，在菲

律宾动用军舰对峙的情况下，中国也只是利用渔政、
海监公务船在保证民用船只安全的前提下，避免事

态的进一步扩大。 关于化解南海主权争端的方式问

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政府曾坚持主张通过双

边谈判来实现。 但东南亚各争端国自认为弱小对此

有抵触。 “和合”思想讲求和而不同、执两用中。 对

于各争端国的反应中国并不是置之不理，而是以包

容之心积极寻求各方利益的切合点，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之下解决南海争端的“双轨思路”才应运而生。
这是一个实力大国对于周边邻国给予充分尊重的最

好例证。 复杂的南海争端，其最终解决尚待时日。
但充分利用南海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价值却是时不我

待的现实。 与其在争吵的漩涡里打转，不如互利共

赢、共谋发展，这也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实

施的初衷。 创造南海地区的繁荣离不开中国，也离

不开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与参与，这是全球一体化

的必然要求。 以合作推互信，以合作促发展，这是南

海争端最终解决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以“和合”理
念实现南海地区最终繁荣与稳定的必经之路。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一主题与中国

古代“和实生物”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面对既有的

矛盾，只有用开放的胸襟积极寻求尊重与认同，实现

和睦相处，才能无后顾之忧地抓住机遇，谋得发展。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南海争端解决的现实启示。

从一个怀揣文化优越感的强国发展成为今天倡

导和平、敢于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南海的经略事务

上始终坚信“兼相爱，交相利”的和平信念，不改初

衷。 这既是传统的塑造，也是时代的选择。 历史使

人警醒，战争的磨难时刻提醒着人们用和平的方式

实现和平，实现冲突的转化，才是解决争端的上佳之

选［４３］。 在南海的问题上，化解矛盾、消除争端只是

实现和平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建立互信的基础

上维护多元一体的和平秩序。 中国关于南海争端的

和平主张求实诚恳，但只有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与

配合，南海地区才能真正成为亚洲和平发展的地中

海。 显然，这是一个需要在国际大环境配合下才可

能达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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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４０ 页）方面，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

然正确，因为人类社会距离消灭阶级差别有相当长

的距离，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必然长期存在；另一

方面，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在于，随着资本主义逐渐被

扬弃，资产阶级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压迫阶级被消

灭，此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吗？ 笔者认为思想政

治教育仍然存在，因为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社会

的动物，只是那时政治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马克思

对政治形态演变的把握是同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

研究联系在一起的。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

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

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

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

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

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

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

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

创造条件。” ［８］ 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是压迫性的政

治，政治既表现为资产阶级在宏观上对无产阶级的

压迫，也表现为遍布于工厂、军队、医院和学校的规

训权力。 超越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是旨在实现人的

自由个性的政治，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理应将自己的支点建立在后一种政治形态上。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规训，而以规训形式进行的

所有教育活动终将被时代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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